
Relics From South

一. 略说民族考古学
“民族考古”曾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有争议的范畴，它的学科定位、性质、方法、领

域及学术史等问题，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其实，“民族考古”（ethnoarchaeology）的性质已经明

白地表现在字面上了，它就是民族学（ethnology）和考古学（archaeology）的组合，这一组合

源于美国的人类学学术传统。

人类学的本质是“他文化的历史学”。对于一个以欧洲移民为主流社会而建立的国家，美

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是他文化的印第安人历史，都是“没有”文献记载的史前史，因此美国历

史的重建无法通过文献史学，而只能依赖人类学。美国人类学所涉及的分科如民族学即狭义文

化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等，就是适应复原他文化的印第安历史这一特殊的需要

而组合起来的，具有鲜明的功能色彩。在这些分科中，作为“活人”人类学的民族学和“死人”

人类学的考古学担任起了更直接、更重要的责任，在复原印第安历史的学术实践中，民族学与

考古学几乎是不可分割的，尤其是在美国人类学学术史的早期，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常常身兼

二职。在这一总体学术背景下，民族学与考古学的跨学科整合———考古学家借用民族志资料

（强调直接历史法）、甚至参与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即所谓的“行动考古学”或“活的考古

学”）等，民族学家运用考古学的资料、借用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分析当代民族文化等，都是很

自然的事情，不必勉强拉合！据我所知，这种水到渠成的学术整合才是“民族考古”的精神和灵

魂所在。当然，随着人类学理论的发展与学术实践的推进，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合作情况也在发

生不断的变化。

我国的民族考古完全是近代学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由于我国的历史文化完全不同于

美国，民族考古在中国的学术实践、性质地位与美国有很大的差别。我国的古代文化在很长的

历史时期内都是一个以“华夏中国- 四方万国”格局为特征的“多元一体”构架，古史的核心

是“华夏（汉）中国”的本民族文化史，浩瀚的汉文史籍和丰富的文化埋藏，使得历史学体系的

文献史学和考古学在古史的重建上担当重任，人类学系统的民族学和考古学没有存在的价值。

因此，即便借口“失之礼而求诸野”，在中原、“华夏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上借用他文化的“四

方万国”的边疆民族志、甚至飘洋过海仰仗印第安人的“古代社会”，终究因陷入“间接历史”

的误区，成功的很少。这也许就是李济、梁思永这些受过美国人类学训练的学术前辈，在回国后

的“中国考古”主流学术上少谈民族学、人类学的缘故吧！

当然，在以“华夏（汉）中国”为核心的我国古史框架中，处于他文化状态的“四方万国”

（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边缘地带、边疆社会历史的重建则另当别论，由于多数“四方”边疆

族群本民族自身文献历史的缺失，重建他们的历史同样只能通过他文化的历史学方法———人

民族考古与华南民族史、文化史的考古学重建

——— 《南方文物》“民族考古”专栏主持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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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来实现。因此，边缘、边疆地区的民族文化史，是我国民族考古发育的沃土。不管是林惠祥、

冯汉骥、梁钊韬在南方高校倡办民族考古传统，还是汪宁生、宋兆麟、李仰松等先生南方民族考

古上的卓越贡献，以及李济先生赴台后重举民族考古大旗、创办台大考古人类学系，都是基于

同样的区域文化背景和他文化历史重建的功能需求。

在“四方万国”的民族文化格局中，华南是“南蛮”的故地，东南百越、中南荆楚、西南百濮

大致构成南蛮民族文化的三大系统，在现代华南民族文化、乃至华南“汉人”文化上无不留下

了深刻的印记，华南民族史、尤其是土著民族史是我国民族考古学在古史重建上的最重要课

题。由于“背依华夏，面向南岛”的文化史地位，华南土著、尤其是东南百越先民与南岛语族文

化关系亲缘，放眼东南亚、太平洋也将是华南民族考古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华南土著民族史

相对于华夏、汉民族文化的“他文化”性质，决定了华南历史研究、尤其是华南土著古史重建的

人类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立足民族学、考古学的整合，吸收历史学、语言学、生物人类学

等材料和方法，重建“南蛮”土著民族的历史源流与文化形态，是华南民族考古的根本任务。

二. 华南民族史的考古学重建
“民族（nationality）”或“族群（ethnic group）”是什么？对这两个外来学术概念，民族

学界有过不同的理解和运用。世界上有哪些民族，并没有哪个民族学家能说清楚、说准确，因为

不同的民族学家、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于民族区分的标准都不一样!"。我国的民族识别也有这个

问题，在实践中民族划分的标准千差万别，以至于迄今划定的 56个民族都很难讲就是我国民

族存在、民族关系的客观状态，费孝通先生就说：“虽则中华民族和它所包含的 50多个民族都

称为‘民族’，但在层次上是不同的。而且现在所承认的 50多个民族中，很多本身还各自包含

更低一层次的‘民族集团’。#$”当代民族的识别尚且如此，我们对史前、古代民族的识别———

就是民族史的探索也必然会存在更多困难，民族史的考古学重建会面对更多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民族是人们共同体的一种形式，民族主要是一种文化的共同体，民族共同体

的文化要素既有物质层面的，还有精神、心理、语言等层面。从理论上说，考古学文化表现为特

定时空的一群遗迹、遗物，应该是古代民族共同体在物质文化遗存上的表现，夏鼐先生就认为

考古学文化的本质就是“考古学遗迹中所观察到的共同体”；俞伟超先生更明确指出：“历史

上一定时间、一定空间里面的一定的人们共同体，往往创造出一种不同于其他人们共同体的文

化。这种文化遗存，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考古学文化”%&。在实践中，考古学文化的认定往往与

真实的古代民族共同体之间会有差距，这需要通过更多的探索、研究来解决。当然，倘若借口

“考古学文化不能完全等于‘民族’”，甚至将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民族群体的对比研究说成是

“中国考古学和前苏联考古学一直秉承的传统考古学的理论框架”，而否认民族史的考古学探

索’(，知难而退，因噎废食，与考古学的学术使命是相悖的。我们主张，考古学文化是观察、研究

史前、古代族群时空关系的重要手段，甚至是最重要的手段，民族史的探索是考古学研究的最

重要任务之一。

民族史的考古学探索，从方法论上区分主要有三方面的工作，谱系法、文化因素分析法和

多学科的整合研究。

1. 通过全局性或局域性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探索古代族群的时空分布及其嬗变，重

建全局性（如“中国民族史”）或局域性（如“百越民族史”）的民族史大系。

全局性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主要着眼于史前、上古时期，这与华夏、汉民族文化扩张、

融合、统一之前人们共同体或族群文化的复杂性、多样性的空间关系格局有关。经典性工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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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苏秉琦先生“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到严文明教授的中国史前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

论述，最终形成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总结!"。严文明教授以“重瓣花朵结

构”概括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生动地再现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区域、多层次的

考古学文化向心结构，及其所反映的传说时代到上古时期以中原华夏为中心的多民族集团时

空体系，实际上就是考古学文化谱系话语下的“中国 - 四方万国”民族文化关系框架。而费孝

通提出的以中原汉人为核心凝聚起来的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结构，就是对民族、历史与考古

学界长期以来关于中华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探索的学术总结。

局域性工作无非是考古学文化区系中某一环节的探索（如中原区、海岱区、东南区等）。由

于我国多民族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作为“四方万国”、华夏边缘之区域文化的特殊性延续得

比较晚，这些区域的史前、上古乃至中古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仍是重建局域民族史的

根本途径。华南民族史之考古学研究，主要是通过长江下游以南地区新石器、印纹陶文化的谱

系梳理，探索“百越”民族的源流史。1977年在南京举行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学术讨论

会”，探讨了跨越长江南北、有以行政区划之“江苏”划定考古学文化范围之嫌的“青莲岗文

化”的问题，认识到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新石器文化序列（所谓“青莲岗文化江南类

型”）与江北序列间的根本区别，代表了“吴越”与“东夷”两个系统的先民文化，为华南土著

民族史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确定了方向#$。1978年在庐山举行的“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研

讨会”，基本上是在“百越民族之印纹陶文化”的共识下进行的，李伯谦教授随即发表了华南

印纹陶文化的七大区系理论，为通过印纹陶的时空谱系研究“百越”的族群分布与发展奠定了

重要的基础%&。此后，通过先秦考古学文化的总谱系或单一区、系序列的梳理，重建百越民族的

时空分布或特定支系之民族史，时有新的研究。如突破单一层次的印纹陶文化“分区”，提出

“分地带、多区系而一体的印纹陶文化总谱系”，看到了东南土著民族多层次、繁复的空间关

系；或通过单一区系的源流梳理分析百越支系民族的发展、变迁，如依据闽江流域先秦两汉考

古学文化的源流，探索七闽、闽越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

2. 通过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探索古代族群的形成、关系与互动。

这一研究是在前者全局性或局域性的考古学文化谱系探索、民族史大系重建基础上，对某

一或某些环节之民族文化内涵的来源剖析、民族关系的评判，并佐证、修正已有的全局或局域

谱系。如林惠祥先生通过印纹陶、有段石锛等个别典型文化因素的比较，分析华南古民族（百

越）与东南亚马来人（南岛语族）的民族文化关系，是民族关系研究中的一种初步的文化因素

分析法)*。李伯谦教授在吴城文化的研究中，通过吴城文化甲组（土著）为主、乙组（商文化）

因素为次的分析，提出吴城文化不是商文化，而是受到商文化影响的一支先越文化，这一成果

为通过系统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剖析华南百越与中原夏商周的民族文化关系提供了经典

的范例+,-。类似的研究还有不少，比如通过闽越国王城遗址及闽越国内之楚汉移民墓地的多种

文化因素分析，考察华南民族地区楚、汉、越文化的互动与融合关系；或通过广西青铜文化的分

区研究，将历史文献中含糊不清的“西瓯”、“骆越”两族文化区别清楚；有的分析滇墓中濮、

越、氐羌三大因素的构成，阐明“三大族群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共同造就了滇文化”./0。

3. 多学科整合研究民族史。

构成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要素是多方面的，主要从物质文化入手的考古学只是民族史研究

的一种方法，民族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在重建华南土著民族史上都有独到的

角度和见解，多学科整合是未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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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学方面，当代民族志是特定民族文化历史过程的积淀，运用民族志比较研究的文化

类型学方法“排列”民族文化的历史过程，曾是古典进化论民族学的基本研究套路，迄今在方

法论上仍是科学有效的，不必赘述。此外，特定人群的口传资料也有许多的民族史信息，比如流

行于浙、闽、赣、粤畲族中的口传“盘瓠王歌”，都追述广东潮安凤凰山祖地，在畲族起源研究中

屡被征引!"#。因此，类似的华南族群的口传文学调查研究在民族史上仍有深厚的潜力。

在语言学方面，语言是广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定语言的现实形态也是历史语言

的积淀，比如在“南岛语族”起源问题上，西方历史语言学家相信语言变异、复杂性程度最高的

地区就是族群的起源地，于是选用苏瓦迪士（Swadesh）的“基本词汇表”，调查、研究“今南岛

语族”的语言形态，提出台湾为“南岛语族”的起源地$%&；不过，最新的研究已经质疑西方历史

语言学在“今南岛语族”的取样上缺乏华南材料的漏洞，并且同样使用苏瓦迪士“基本词汇

表”调查、比较华南壮侗语族、华南汉语方言，发现确实存在不少“古南岛语的底层”，这就为

研究华南土著与南岛语族的文化关系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

在体质人类学方面，虽然种族与文化的关系非常复杂，从理论的角度来说，种族属性不等

于民族属性，但民族学实践中仍把人群的体质特征作为民族区分、民族史探讨的重要参照或指

标。传统民族学的体质研究属于人体解剖学的范畴，通过现代人群活体或古人遗骸的测量数据

比较，分析古、今特定人群的种族属性或种族杂交背后的人群移动历史，比如古人类学家先后

通过和县猿人、马坝人、柳江人等人类化石的测量及与华北、东南亚人类化石的横向比较，发现

了东亚化石人类的南方类型不同于北方类型*+,；或通过河姆渡、昙石山、河宕、鱿鱼岗、甑皮岩

等地的新石器至青铜时代人骨的测量，提出史前至上古时代的“古华南类型”人群的存在-./。

当然，我们还要重视体质人类学微观视野即分子人类学的基因研究在民族史上的初步实践，比

如复旦大学高蒙河教授带领的课题组通过对现代人血样 DNA和古人遗骸的 DNA的大量采

样，做 Y染色体单核苷酸多态（SNP）突变的比较分析，研究百越地区古代人群的传承、百越与

现代族群的关系，获得了有价值、有趣的民族史线索，如 M119C这种 SNP突变在现代壮侗语

族（壮、侗、黎）、东南汉族（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台湾高山族（布农、泰雅、排湾、阿美族）、

古代的马桥与松江人骨（分别属于良渚文化、马桥文化、明代）中很高的出现频率，而在苗瑶语

族（苗、瑶、畲）、东北亚民族（鄂温克、蒙古、满）中出现频率极低或者为零012，该领域的进一步

发展在华南民族史上潜力是不可限量的。

与其他区域性民族史的研究一样，历史学即文献史学方法曾是华南民族史的主要途径，在

未来研究中当然是不可偏废的345。然而，华南土著民族史的传统史学方法所依据的“文献”都

只是“汉文史籍”，只是华夏、汉人视野下的“客位观察”，从本质上说是华南的“古民族志”，

人类学家必然担心华夏汉人站在中原“遥望”华南、东南之模糊印象的客观性、真实性、系统

性。因此，华南土著民族自身的文献历史的发掘是历史文献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比如目前

唯一被发现、确认的华南土著本民族的历史文献是作为骆越后裔的水族的文书，迄今黔东南三

都水族自治县还存在丰富的“水书”，这是一种只有个别“水书老人”才能识别的象形文字体

系，文书内容大致包括天文历法、始祖故事、节庆丧葬、礼仪习俗、神灵信仰等，“水书”的发现

与释读为透过本民族自身的历史文献重建华南土著民族史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678。

总之，华南民族史的研究方法是多样、多元的，都有过许多精彩的研究，也都有巨大的潜

力。不过，无论是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方法之于民族史的重建，还是考古学文化

谱系法和文化因素分析法见证民族史的大系，单一的行动都有其自身的缺陷，如由于民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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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资料只有相对的时间先后而缺乏绝对的年代深度，体质人类学（尤其是微观的 DNA）

采样的代表性，历史学之“文献史料”的真实性，前述考古学文化与民族文化的重叠与否，等

等。所以，多学科整合是华南民族史研究的未来方向，也是华南民族考古的优良传统，是华南民

族史学者和考古学者都应该秉持的学术理念。

三. 华南文化史的考古学重建
“文化”是与自然相对应的存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产品和产品的传承模式。人类学家

笔下的“文化”是人类在满足生物性需求时所创造了一个新的、第二性的、人工的环境（即物

质环境如栽培、驯养、聚落建筑、服饰、取火、车马、舟楫等），以及使这个人工环境得以永久地

维持、再生产所创造的共同体层面上的“生活规格”即组织、制度、思想等更深刻、更高级层面

的精神文化!"#。考古人类学家也将“文化”理解为“满足人类生存基本问题的适应系统”，这些

基本问题涉及到人群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经济）、人群的内在关系（社会）、人群与不可知的象

征思维领域的关系（观念），而所有这些关系都会遗留、表现在考古学的物质文化遗存中，为考

古学重建人类文化史的三个层面———经济史、社会史、观念史奠定基础$%&。因此，考古学家既要

通过文化遗产的空间关系即谱系的研究，探索民族发展史，也要研究物质文化遗存本身的内

涵，并通过物质文化史窥见经济史、社会史、观念思想史等更深刻的文化史课题。

1. 物质文化考古。

物质文化是人类创造文化的直接产品，是考古学的永恒课题，就是通常所说的遗迹和遗物

的研究。物质文化史的考古学研究应有两个层面的工作，即性质、功能的判定和源流的梳理。

一方面，对特定遗物、遗迹的性质与功能的判定，是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基础层面。从理论上

说，特定遗存的功能和性质是考古学者主观性的判定，是考古学者根据当代的知识去推测古代

的状况，这对于史前、上古等年代遥远的物质文化遗存的认识，对于他民族的物质文化遗存的

认识，很容易出现误判。传统民族考古学的主要出发点，就是寻求民族志在考古学物质文化解

释中的参照、启示，缩小认识与真实之间的误差，老一辈的民族考古学者就曾在华南地区做了

大量的民族考古类比研究工作，也是我国半个世纪民族考古工作的主要实践内容。比如林惠祥

运用太平洋民族志解释华南史前石锛的使用法和装柄法；李仰松通过云南佤族制陶等复原古

代制陶技术，佤族村落研究姜寨等史前遗址，佤族葬俗启示史前人类葬俗等；林声根据彝羌纳

西族的“羊骨卜”说明殷墟卜甲；汪宁生运用大量民族志探索骨针穿孔、角器制穴、以火攻木、

玉器磨光等原始技术，盘状石器、穿孔石器、三角石刀等用途和用法，参照他鲁人、彝族、纳西族

的羊卜骨研究古代的甲骨占卜等；宋兆麟的著作中收录了他的十多项民族考古研究，诸如以纳

西藏彝等族的飞石索解释史前石球，彝族黎族的纺纱法类比考古出土纺轮，华南二十多民族纺

织机上的打纬刀解释薛家岗文化多孔石刀的功能，以纳西族的住俗解释仰韶文化大房子的用途

等’()。

另一方面，是在特定物质文化性质、功能确认的基础上，对其源流、发展史的梳理，是物质

文化史考古研究的主要目的，也是我国考古学长期以来研究的重点。如从小到单种器物、遗迹

的源流，如史前陶鬶、陶甗、陶斝、铜盉、铜鼎或越式鼎、铜壶、铜鼓等器物谱系，或石窟寺、崖

葬、砖石墓等遗迹的类型学梳理，大到某种类型遗物、遗迹发展史的系统叙述，如陶瓷史、青铜

器史、铁器史、兵器史、农具史、建筑史、城市或都城史、墓葬史等等，其方法不必赘述。

华南民族生存的环境背景与文化形态特征鲜明，凌纯声先生曾以华南海洋民族的“珠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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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身、舟楫”概括地对比于华夏的“金玉、衣冠、车马”!"#。华南史前、上古考古学上呈现出大量

特殊的遗迹和遗物，而且与当代华南民族志多有直接的源流关系，因此进一步开展华南民族物

质文化史的考古学研究，一定能有许多珍贵、有趣的新发现。比如，最近几年邓聪先生系统研究

了华南及东南亚考古发现的史前石拍形态与功能，联系华南、东南亚与太平洋民族志，重建了

树皮布文化这一十分珍贵的华南土著物质文化内涵$%&。最近，吴春明进一步观察、分析东南沿

海先秦“独木舟”上的构造痕迹，参照太平洋土著民族志的边驾艇独木帆舟形态与结构，钩沉

东南沿海与太平洋间的史前交通工具’()。

2. 经济考古

经济是人类面对自然、满足自身生物性需求的最直接的文化表现，是人群、文化与自然背

景间的缓冲体，经济形态、规模与内涵是一切人群社会文化赖以发展的基础，经济考古学的目

标是重建特定环境背景下的生计、产品、工具、技术、组织、分配等内涵和模式。考古人类学家在

重建文化的经济技术亚系统时，可以通过物质文化遗存的分析、研究回答许多具体的问题，如

环境中可供开发的资源有哪些？食物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人们的生产方式（耕作或采集、渔猎

及工具）如何？是否存在与环境的季节变化有关的经济活动圈？群体劳动的组织、劳动分工、产

品分配方式是什么？生产、分配与年龄、性别、地位的关系如何？产品消费是以家庭还是整个人

群为单位？是否存在交换关系以及定期市场的存在？以及相关的人口问题，等等*+,。由于工具、

技术等的研究与物质文化史课题重叠交叉，生产的组织方式、产品分配与交换等研究同社会史

课题重叠交叉，因此经济考古学者更多关注经济与环境的关系、经济与人口的关系，从而产生

了经济考古学的两个主要议题，即环境考古学与人口考古学，以作深入的探讨。

任何一个人群都生存于作为资源和能量来源的自然环境中，因此自然生态环境的重建越

来越成为考古学的重要课题。但从欧美考古人类学的具体实践看，环境考古学的切入点是环境

但重点却不能是环境，而是经济文化，重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资源开发的考古学研究。一

方面，考古学家可以通过动物、植物的考古研究，发现人群开发自然的主体内涵。比如动物考

古，就是通过脊椎动物骨骼的种属的鉴定与统计，分析各类动物的多度、丰度、比率，野生物种

与驯养的比率，人群对不同种属的依赖度。在植物考古上，通过残余植物的采集（如浮选法），

鉴别各类植物种属的构成，野生种与栽培种的成分关系，人群对不同物种的依赖度，通过人体

骨骼样品中 C12/C13比值的测定分析生前摄取植物类食物的差别。另一方面，可以在掌握特定

人群开发资源内涵的基础上，分析探讨资源与文化整合课题，如环境变迁、资源压力与开发形

态变迁的关系研究，资源腹地与资源开发区域的分析，C12/C13所反映的在摄取不同类别食物

上两性差别、角色差别等-./。

人口是文化与自然、生物与社会互动的最直接结果，如果说研究资源开发的环境考古是经

济考古学的基础课题，那么人口考古则是经济考古学的上层课题。人口考古学就是通过骨骸的

鉴别与统计分析，研究史前人群的疾病、寿命、年龄 /性别 /角色的死亡比等健康问题，人群的

营养、性别 /角色的营养差别，人群内外的生物学差别与关联、产生过程等人口动力学问题，人

口数量、密度、年龄 /性别结构、死亡率、死亡者的年龄 /性别 /角色 /阶级结构等人口统计学

问题012。

我国考古学上虽还没有经济考古学的理念和系统实践，但经济考古学的许多重要技术方

法也相继运用于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并依据史前考古的动、植物遗存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栽

培水稻、小麦及家畜的起源研究345。资料显示，华南土著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与资源形态与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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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江干流明显差别，史前人类的经济生活相对独立，华南史前经济考古有许多特殊的课题。

比如，在大家把目光都投向河姆渡的稻作遗存的时候，张光直先生却根据河姆渡、罗家角等遗

址中的动、植物种类的多度形态，分析了河姆渡、马家浜文化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特征，

把握了史前人类适应环境的完整形态，这种系统性认知才是经济考古学所追寻的人群开发资

源、文化适应环境的文化生态学理念!"#。赵志军系统收集、整理了岭南的桂林甑皮岩、资源晓

锦、邕宁顶狮山、英德牛栏洞、曲江石峡等遗址的野生、栽培植物的种类及其编年，发现华南地

区不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而是块茎作物的栽培区$%&。华南土著民族农耕作物形态的特殊性延

续得很晚，汉晋间北方汉人南下就惊讶于土著“不食五谷，而食甘薯”（晋·嵇含《南方草木

状》），薯、芋等块根作物也是与华南土著关系密切的东南亚、太平洋“南岛语族”中重要的农

业文化内涵。西方经济考古学家在农业与定居聚落起源的研究中发现，东南亚与大洋洲属于

“非中心的热带”区域之一，在稻作农业从华南传入之前，已经在“和平文化广谱采集狩猎

（Hoabinhian Broad- spectrum Hunting and Gather ing Foragers）”经济的基础上，产生了

以栽培芋、竹笋等根茎类植物为特征的早期园艺农业’()。而现今太平洋群岛“南岛语族”的原

始农业的基本作物形态仍为甘薯（南岛语 Kumara，’Uala）、芋头（Kalo）、山薯（淮山）、葛藤

根、甘蔗（Ko）、椰果（Niu）、面包树果（Ulu）、香蕉（Mai’a）、葫芦等*+,。总之，华南民族考古

上有许多有趣的经济史课题，目前的发现还只是冰山一角。

3. 社会考古

人类是群居、社会的动物，人群内在与外在的关系模式即社会组织、制度是人类文化的高

级层面，社会史的考古学重建就是通过遗迹、遗物空间布局形态的识别来解释人群的社会组织

关系。考古人类学家一般是从聚落形态的微观解剖入手，如首先确定人群模式化行为的最小空

间、区分空间单位中两性活动的差别、家庭居住遗迹、聚落中不同功能区的划分等，在此基础上

探讨人群内在关系的“规则”即社会结构，如婚姻居住形态、亲属关系与世系规则（父系、母

系、双系）、个体角色与社会分层，在宏观聚落形态分析的基础上重建社会复杂化引发的政治

组织，如国家或非国家的社会等。不同于传统史学从已有的文献描述中“钩沉”社会史，社会史

的考古学重建或“社会考古学”取向于人类学的传统，与社会史的民族学重建一样，都是从人

群、族群内外的社会关系“现象”中直接观察、评估社会史，只不过考古学面对的是“死的现

象”，民族学面对的是“活的现象”。不过，从“死的现象”中发现社会关系史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美国考古学家曾在一项对废弃前、后的印第安人聚落的调查、记录与发掘、重建的对比实

验中发现，考古学家面对遗迹所做的常规解释完全误解了这个印第安人群社会组织关系的真

实状况。因此，在社会史重建课题上“直接历史法”的民族考古学整合是至关重要的-./。

在我国，社会考古学有很长的学术史，最具代表性的无非是仰韶文化社会性质讨论和国家

文明起源研究。关于仰韶文化社会性质的讨论，考古学者主要是依据元君庙、横阵、半坡、姜寨

的仰韶文化墓地多人二次合葬等葬俗和村落、房屋等聚落遗迹的布局形态，分析仰韶文化的社

会组织012。在这组“民族考古类比”中，虽然不少学者参照了我国南方佤族、纳西族、黎族等民

族志材料，但所重建的社会组织形态多还是摩尔根《古代社会》中所列举的“氏族”、“胞族”、

“部落”等美洲印第安人的社会生活模式，因为这些模式被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所引用。苏秉琦先生说“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和解释考古材料自然是应当的，可那时又常

像穿靴戴帽，终是不能深入肤里。345”汪宁生先生则运用大量民族志阐明，葬俗是一种宗教行

为，与社会组织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多人二次合葬者常常没有亲属关系，民族考古上的大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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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各种不同的用途，婚姻、世系与房屋大小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更是

中国百年考古学史上的“显学”，经历了殷墟考古、夏文化探索、大汶口“文明”论争、中国文明

“多元起源”与“满天星斗”的讨论，到最近几年大规模的“探源工程”，考古学者着眼于我国

早期国家文明的内涵与模式、早期国家社会产生的时间与动力、早期文明的区域关系与中外关

系等，展开了大量的研究，无疑促进了中国考古学在古史重建上的深化$%&。最近，陈星灿、刘莉

将欧美流行的聚落考古重建社会史的方法引入我国，调查河南伊洛河流域仰韶时代到周代聚

落形态的演变，籍以了解文明起源核心地带的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我认为在方法论上才具有

真正重要的指标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大一统文化史观的制约，华南土著社会发展史的特殊性没有引起考古学者

的足够重视，有关先秦华南土著社会形态、地域文明起源等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不多。我曾经依

据有限的考古资料，分析闽粤桂沿海先秦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主张约当中原编年夏商时期仍处

于土著新石器文化封闭发展的简单社会，在西周春秋时期青铜文化初现基础上产生方国文明

的萌芽，战国秦汉时期的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民族国家”是该地区最早的文明社会组织，

较中原内地落后 1000~150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印第安那大学人类学系安赋诗（Francis

Allard）博士也持续关注关于岭南早期社会的研究，从元龙破、银山岭、马头岗、鸟蛋山、乌骚岭

等大墓资料及罕见贵重器物的出现，探讨土著人群的权力结构与社会复杂化-./。不过，由于田

野资料的不系统性，尤其是与社会组织形态关系密切的聚落遗迹的缺环，土著社会史的考古学

研究仍有极大的深化潜力。

4. 认知考古

观念思想史是文化的最深刻层面，是在人们共同体（民族或族群）水平上对宇宙自然、对

人类社会的集体认知，体现了特定人群稳定传承的世界观、价值观与族体心理，是人群对付自

然与制约社会问题的重要工具。考古人类学家主张，人群的物质文化、社会形态、经济技术内涵

并非只是功能主义的需求满足，而且是受世界观制约的自我表现形式，由于观念亚系统的文化

属于人群的主观世界，是难以观察和真实把握的，在考古实践中常被回避或处于争议中。但认

知考古学还是力图通过物质文化内涵的模式、艺术风格去发现古人的主观世界，通过考古遗存

中的祭祀与宗教遗迹、雕塑偶像与绘画艺术、器具建筑物等形态与装饰风格、随葬品与墓碑内

容等的研究，获得古人世界观的线索012。

在我国考古学中有不少观念史的探索、研究。张光直先生就中国史前、上古文明中的巫术、

宗教、祭祀与王权的发展接连进行探讨，如仰韶文化的舞蹈纹彩陶盆、人首蛙身纹彩陶壶、巫舞

地画等反映了通天地、通人神的巫觋宗教或萨满教，良渚文化贵族墓葬中随葬的玉琮也充当了

神巫沟通天地的阶梯，“亚美巫教”代表了包括中国与玛雅在内的环太平洋文化的共同底层等
345。也有学者从墓葬考古线索中探索龙山时代“礼制”的形成及其在文明起源中的意义678。华南

自古“背依华夏，面向南岛”，土著社会观念领域的大量“非我族类”的内涵特征需要通过民族

考古调查去发现、研究，如佤族、高山族（泰雅、赛夏、卑南、阿美、排湾、鲁凯、邹族等）、印尼婆

罗洲土著等猎头习俗的宗教涵义，东南沿海史前人骨及高山族、壮族、闽粤汉人等民族志中屡

见拔牙文化的民族心理，或者“弥高者以为至孝”的崖葬民族的世界观等9:;，在做物质文化史

层面论述的基础上，仍需要探讨其观念方面的意涵。

《汉书·地理志》引臣瓒语：“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汉

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年）和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年）相继军事剪灭东、南两越王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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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着“非我族类”的华南最终纳入华夏、汉为核心的中原王朝政治版图。华南土著民族或遁逃

山谷、辗转迁徙，或就地汉化、供奉河洛，民族文化变迁的进程十分复杂，迄今仍在华南非汉民

族及“华南汉人”文化上保留着深刻的土著烙印。因此，在重建“他文化”的华南土著民族史、

文化史上，民族考古学者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南方文物》依托考古，立足华南边疆，开辟

“民族考古”专栏，为南方民族考古的志同道合者提供一个讨论学术、交流心得的平台，在促进

华南历史的重新认识、民族考古学科的发展上，都是一项很好的创意！希望今后有更多华南民

族考古的研究者、兴趣者、爱好者加入到我们的行列。

吴春明

民

族

考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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